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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在临安南苕溪上游流域定期开展常规水质及河流和地下水 CO2浓度监测,定量研究该地区河流水体、地下水 CO2浓度

时空变异特征.结果表明:河流水体和地下水CO2浓度均呈现显著的时间变化.在月尺度上,两者的峰值均出现于 7 月,但其最小值并不同步,分别出现在 12 月

和 1 月;就季节尺度而言,河流水体和地下水 CO2 浓度由高到低依次为: 夏季 > 春季 >秋季 > 冬季.整体来看,地下水 CO2 浓度均值高达 (152.04±

35.15)µmol/L,是河流浓度均值(33.24±6.19)µmol/L)的 4.57 倍,表明地下水是该地区水体 CO2排放一个重要的潜在“源”.农业活动密集区水体 CO2浓度(河流

68.47µmol/L,地下水306.09µmol/L)与林地区域(河流20.64µmol/L,地下水73.93µmol/L)相比普遍较高,且河流和地下水CO2浓度与农业相关水质指标(如TN、

TP、DOC)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而与 DO、pH 值和 WT 呈显著负相关(P<0.01).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得到南苕溪上游流域不同土地利类型组合(面积

占比)对该地区河流水体、地下水 CO2浓度的最佳影响半径分别为 750m (R2 = 0.88)和 1250m (R2 = 0.58).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在最佳影响半径内河流

水体 CO2 浓度与人居地相关性最强(r = 0.90,P<0.01),但地下水 CO2 浓度变化更易受耕地占比的影响(r = 0.83,P<0.05).由此推断集约化农业生产可能是导致

农业流域地下水 CO2的“富集”的一个重要原因,而 CO2浓度较高的地下水将成为临安南苕溪上游流域水体 CO2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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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October 2023 to September 2024, regular monitoring of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and CO2 concentrations in river 

water and groundwater was conducted in the upstream watershed of the Nantiao River in Lin’an, to quantitatively investigate their 

spatiotemporal variability.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riverine and groundwater CO2 concentrations exhibited pronounced temporal 

fluctuations. On a monthly scale, peak CO2 concentrations in both river water and groundwater occurred in July, whereas the minima 

were temporally asynchronous, observed in December for rivers and January for groundwater, respectively. And seasonally, CO2 

concentrations in both river water and groundwater followed the order:summer > spring > autumn > winter. Overall, groundwater 

CO2 concentrations averaged (152.04 ± 35.15) µmol/L, approximately 4.57 times higher than those in river water (33.24 ± 6.19 

µmol/L), indicating that groundwater may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potential source of aquatic CO2 emissions in this region. CO2 levels 

were markedly elevated in agricultural zones (river:68.47µmol/L; groundwater: 306.09µmol/L) compared to forested areas (river: 

20.64µmol/L; groundwater: 73.93µmol/L).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P < 0.01) were observed between CO2 concentrations 

and agricultural-related water quality indicators (e.g., TN, TP, DOC), whereas nega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with DO, pH, and 

water temperatur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vealed that the optimal spatial scales of land-use type combination influence on CO2 

concentrations were 750m for river water (R2 = 0.88) and 1250m for groundwater (R2 = 0.58). Within these spatial buffers, riverine 

CO2 concentrations were most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residential land cover (r = 0.90, P < 0.01), while groundwater CO2 was more 

influenced by cropland proportion (r = 0.83, P < 0.05).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tensiv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may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CO2 enrichment in groundwater, which in tur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aquatic CO2 emissions in the upstream 

watershed of the Nantiao River in L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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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水体每年排放进入大气的 CO2 量可达

2.1Pg (以碳计),是大气 CO2 的一个重要来源
[1-2]

.其

中,河流作为陆地淡水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排放

的 CO2约为 18 亿 t,约占内陆水体 CO2排放总量的

85.7%
[2]

.与此同时,地下水作为全球最大的淡水储

量  

[3]
,由于其与地表水的水力联系,基流排放常构成

河道径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4-5]

.在高降雨量或灌溉频

繁的地区,土壤中的 CO2容易被淋洗进入地下水,从

而成为河流水体乃至大气 CO2排放的潜在、隐蔽来

源
[6-7]

.尽管河流 CO2排放的相关研究已取得显著进

展,但地下水作为碳排放源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评

估,尤其是在农业流域,地下水碳循环过程及其与大

气的交换机制仍然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
[8]

. 

地下水与大气之间的直接气体交换较为有限,

但其通过基流形式输出的径流占河道总径流的比

例可达 37%~70%
[9-10]

.地下水不仅是枯水期河道径

流的最主要来源,也是丰水期河道径流的重要组成

部分
[11]

.换言之,地下水以基流形式向地表迁移过程

中,与大气充分接触并释放 CO2,因而成为大气潜在

的排放源
[12-13]

.近年来,农业活动、土壤特性及土地

利用方式对地下水 CO2 浓度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

集约化农业活动 (如施肥和灌溉) 往往加速地下水

中有机质的分解,进而导致 CO2 浓度升高
[6]

.由于农

业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分布,地下水 CO2 浓度

的升高可能对区域乃至全球碳循环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由于地下水系统的复杂性以及监测手段的局

限,当前对地下水 CO2 浓度的时空变异性及其排放

机制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我国南方丘

陵的农业流域,地下水气体交换系统的研究较为匮

乏
[14]

.这使得我们难以准确评估农业流域地下水在

全球碳循环中的贡献.当前,对地下水 CO2排放通量

的估算大多基于平均浓度值
[12,15]

,但这种方法未能

充分考虑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异性,可能影响 CO2 排

放通量的准确估算. 

南苕溪流域位于浙江省,是我国南方地区一个

典型的农业流域,具有多样化的土地利用类型和高

强度的农业活动.为更好地明确农业活动对区域水

体碳循环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顶空平衡法和多元回

归分析方法,研究流域尺度上河流水体、地下水中

CO2 浓度的时空变异特征,并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

型面积占比对水体 CO2 浓度的影响.通过相关特征

的识别与关联性分析,旨在为农业流域碳排放估算

与土地利用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位概况 

南苕溪上游流域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119°28′~119°45′E,30°11′~30°27′N,图 1),总面积约

342km
2
,平均海拔为 337m.南苕溪穿越太湖源景区、

里畈水库、太湖源镇和临安城区,最终注入青山湖水

库.流域地形自上而下呈现山溪、耕地、果园、村庄

和城镇的分布特征.南苕溪属山溪性河流,全长 63km,

河道坡度大,流速快,年径流量约为 5.85 亿 m
3
.该地

区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为

17.1 ,℃年降雨量丰沛,日照充足,多年平均降雨日数

为 161d,多年平均降雨量和蒸发量分别为 1636mm

和 971mm,降雨主要集中在 4 月~9 月,占全年降雨量

的约 50%. 

 

图 1  南苕溪上游流域位置和采样点示意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sampling site distribution in 

the upstream of the Nantiao River watershed 

1.2  样品采集处理 

本研究共布设 24 个采样点,其中河流水体采样

点 13个,地下水采样点 11个(图 1),于 2023年 10 月

至 2024年 9 月进行常规水质及 CO2浓度测定(频率

为 1 次/月). 

水样采集与分析:采集水样装于 2.5L 的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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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内,封装后立即运回实验室,并在 4℃条件下冷藏

保存,测定总氮(TN)、总磷(TP)、可溶性碳(DOC).

水质测定:TN 采用过硫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

(GB11893-89)测定 ;TP 通过过硫酸钾消解法

(GB11893-89)测定;可溶性有机碳(DOC)则采用总

有机分析仪测定(Muli N/C 3100,德国).所有样品在

24h 内完成测定.其他水质指标,如 pH 值、电导率

(EC)、溶解氧(DO)和温度(WT)则使用便携式水质分

析仪在野外现场进行测定. 

CO2 气体采集与分析:使用卡盖式采水器在采

样点采集水体,首先使用带有三通阀的 100mL 注射

器进行润洗,再从采水器中缓慢抽取50mL水样到注

射器中 ,再注入 50mL 的高纯氮气 (浓度大于

99.999%),使气液体积比为 1:1,现场摇晃 10min,再静

置 30min至气液平衡,将上层平衡气体注入 50mL气

袋中储存.CO2 气体测定:使用顶空平衡法分析计算

水体 CO2 浓度
[16-17]

—气相色谱仪 (岛津 GC- 

2014plus). 

1.3  河流、地下水 CO2浓度计算 

本研究所采用的河流水体与地下水CO2浓度计

算公式如下
[18]

: 

 
1

0

224.47

RT V
C C

V

β⎡ ⎤⎛ ⎞
= +⎜ ⎟⎢ ⎥

⎝ ⎠⎣ ⎦
 (1) 

式中:C、C0分别是水体 CO2浓度和平衡器内气—液

平衡时气相中CO2浓度,µmol/L;T表示平衡过程中水

体的温度,K;24.47是气体摩尔体积,L/mol;R则是理想

气体状态常数,8.314J/(mol·K);V1和 V2 别是平衡器中

气体和水体的体积,mL;β为 Bunsen系数, L/(L·Pa). 

Bunsen 系数是在一个标准大气压的条件下,单

位体积的溶存剂溶解气体溶质的最大体积, β 的计

算公式如下
[18]

: 

 6

H22.4 10 Kβ −

= × ×  (2) 

式中:KH 表示在采样时的水温和标准大气压的条件

下,对于 CO2的 Henry 的常数µmol/(L·Pa),计算方式

如下: 

 
θ

H H θ

1 1
exp

T
K K k

T T

⎛ ⎞
= ⋅ −⎜ ⎟

⎝ ⎠
 (3) 

式中: θ

H
K 是在 298.15K和 101325Pa 条件下的 Henry

常数,根据 Sander
[19]
研究表明,将 CO2 的

θ

H
K 取值为

0.35 µmol/(L·Pa);kT表征Henry常数随温度变化的参

数,通常CO2的 kT取值为为 2405; T是水样的实际温

度;T
θ
是 Henry常数的参考温度,取值为 298.15K. 

1.4  土地利用组成对水体 CO2 浓度最佳影响半径

的确定 

土地利用组成是指一定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

类型的分布面积占比.一方面由于不同土地利用方

式对水体 CO2浓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农业

用地因施肥和灌溉会增加水体有机质,促进 CO2 释

放
[20]

;而居民用地通过地表径流携带污染物,也会导

致 CO2浓度升高
[21]

.另一方面,现实中某一采样点周

边一定范围内通常包括了多种土地利用类型,且不

同土地利用方式对于固定采样点位的污染物浓度

的影响通常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相关研究表明,

以某一固定采样点为中心,以一定距离为半径建立

缓冲区后,统计该区域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占比,

以此来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污染污染物的影

响
[22,25]

.与之相对应的,实际上能够最好地反映采样

点周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该采样点位污染物综

合影响时的这个缓冲区半径即为最优影响半径. 

本研究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确定最优

影响半径:以采样点为中心,在 50~1500m 范围内,分

别提取 50,100,250,500,750,1000,1250,1500m 共 8种

不同半径的缓冲区,建立 CO2 浓度与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占比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公式(4)],以模型的

最高拟合优度 (R
2
) 来确定最佳影响半径

[23]
: 

 0 1 1 2 2
+

n n
y a a x a x a x ε= + ⋅ + ⋅ +⋅⋅⋅+ ⋅  (4) 

式中 :y 为多变量 ;x1,x2 ⋅ ⋅ ⋅ xn 为自变量 ;a0 为常数

项;a1,a2 ⋅ ⋅ ⋅ an为回归系数;ε为常规项. 

2  结果与讨论 

2.1  水质参数 

2023年 10 月~2024年 9 月,如图 2 所示,河流、

地下水温度均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且两

者的最大值分别出现在 7 月(30℃)和 8 月(24℃),最

低值则同步出现于 1 月.河流水体溶解氧均值为

9.66mg/L [图 2(a)],约为地下水均值(5.37mg/L)的 1.8

倍 [图 2(b)],由于地下水与大气接触面积有限,流动

速度较慢且水流路径不同,导致其溶解氧浓度通常

低于地表水
[24]

.此外,该地区地下水电导率均值分别

为 260.96 mS/cm [图 2(d)],而河流则为 148.51μS/cm 

[图 2(c)],主要原因是地下水长期与地质层接触,溶解

了更多的矿物质,尤其是在富含矿物质的地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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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下水更易溶解和携带矿物质
[25]

;相较之下,河流

水由于持续的流动和稀释作用,矿物质含量相对较

低,因此电导率值也较低
[26]

.同时,河流水体和地下水

的 pH 均值分别为 8.08 和 7.22,均呈现轻微碱性 

(pH>7).河流水体的pH值较高,主要受农业施肥的直

接影响,导致碱性物质流入河道
[27]

. 

 

图 2  河流水体和地下水 pH值、DO、WT和 EC月变化 

Fig.2  Monthly variations of pH, DO, WT, and EC in river water and groundwater 

2.2  水体 CO2浓度时间变化及其差异 

如图 3所示,研究区内河流水体和地下水的CO2

浓度均表现出显著的时间动态变化.月尺度上,河流

水体的 CO2浓度在 7 月达到最大值 48.15µmol/L,最

小值出现在 12 月(16.10µmol/L);地下水 CO2浓度在

7 月也达到峰值(278.69µmol/L),峰值是河流峰值的

5.79 倍,而其最低值(72.52µmol/L) 出现在 1 月 [图

3(a)].季节尺度上,河流水体 CO2 浓度由高到低依次

为夏(42.54µmol/L)>春(30.64µmol/L)>秋(29.15µmol/ 

L)>冬(29.06µmol/L),且地下水的季节模式与河流相

同,最高浓度是夏季,其浓度为 232.25µmol/L,最低则

是冬季(108.65µmol/L).这种变化是由于温度变化和

时间段内农作物施肥活动的影响所致
[26,28]

.进一步

分析表明,研究区内河流水体、地下水中 TN、TP和

DOC 浓度存在显著差异(P<0.05,图 4),致使该区域

地下水 CO2浓度明显高于河水,就平均浓度而言,前

者 (152.04±35.15)µmol/L 约 为 后 者 (33.24±6.19) 

µmol/L 的 4.57 倍.这种差异源于地下水与河流水体

中营养物质分布的不同所导致,地下水通常受到地

质结构和土壤层的过滤和吸附作用的影响,从而导

致营养物质和有机物的累积
[29]

.温度变化和农业施

肥活动是影响水体 CO2 浓度的两个关键因素,二者

通过不同的机制导致 CO2 浓度增加.温度变化主要

通过调节微生物活性和有机物分解过程来影响水

体 CO2浓度.具体而言,温度升高会显著加速微生物

的代谢速率,优化其群落结构,从而促进有机物的分

解和矿化,导致CO2释放量增加
[30]

.相反,温度降低则

会抑制微生物活性,减缓有机物分解速率,进而减少

CO2的产生
[32]

. 

农业施肥活动则通过输入外源营养物质影响

水体 CO2浓度
[31]

.施肥后经过降雨冲刷,大量有机物

质和无机营养盐 (如氮、磷化合物) 通过地表径流

和地下渗透等途径进入水体.这些外源输入为水体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充足的底物,同时可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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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水体富营养化.在富营养化条件下,藻类等浮游植

物大量繁殖,其生命活动会暂时消耗水体中的 CO2.

然而,在藻华暴发后的衰亡期,大量藻类有机质的分

解过程会显著增加 CO2 浓度.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

水体溶解氧的消耗,形成厌氧环境,进一步促进 CO2

的产生和释放. 

 

图 3  (a)河流水体和地下水 CO2浓度月变化、(b)河流和(c)地下水季节性变化 

Fig.3  (a) Monthly variations of CO2 concentration in river water and groundwater, (b) seasonal variations of river and (c) seasonal 

variations of groundwater 

 

图 4  河流水体和地下水(a) TN, (b) TP和(c) DOC的差异 

Fig.4  Differences in (a) TN, (b) TP, and (c) DOC between river water and groundwater 

2.3  CO2浓度空间分布特征 

南苕溪流域内不同水体 CO2浓度受到土地利

用类型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

变异.根据图 5a 所示,在农业活动较为集中的南溪

上游(R8)和马溪中游(R1)区域,河流水体 CO2浓度

分别为 68.47μmol/L 和 48.26μmol/L.这种较高的

CO2浓度主要归因于较高的 TN(3.85~6.39mg/L)、

TP(0.12~0.18mg/L)和 DOC(0.52~1.21mg/L)浓度

(图 5),然而林地富集区域的浪口溪上游 (R13) 区

域 CO2浓度较低,农业活动较为集中区域的 CO2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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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其 2.34 倍 (20.24µmol/L),其显示出较低的

TN(2.17mg/L)、TP(0.07mg/L)和 DOC(0.10mg/L)

浓度.营养物质的富集促进了微生物的繁殖,进而

增加了水体中的 CO2 浓度
[33-35]

.与此同时,地下水

的 CO2浓度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变异,结果显示南

苕溪中游(G3)和大坂西下游(G6)CO2 浓度分别为

306.09µmol/L 和 204.42µmol/L,这主要受到农业活

动和生活污水的影响,污染物通过土壤渗透进入地

下水,从而增加了 TN、TP 和 DOC 浓度,分别在

4.28~6.68mg/L、0.19~ 0.27mg/L和 2.23~10.75mg/L

之间.Johnson 等
[36]
研究同样得出农业活动和居民

生活污水中营养物质和有机物渗透到地下水中会

导致 CO2浓度饱和.农业活动集约区域 CO2浓度高

于林地富集区域,形成其差异原因主要是林地在控

制土壤侵蚀和减少营养物质流失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并且较低的营养物质输入有效地限制了水体

中 CO2浓度的增加
[37-38]

.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表 1),水体中 CO2浓度与

TN(r = 0.54, P< 0.01)、TP(r = 0.56, P < 0.01)、DOC(r 

= 0.73, P < 0.01)、电导率 (r = 0.44, P < 0.05)、气温

(r = 0.80, P < 0.01)和风速 (r = 0.62, P < 0.05)之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与 pH值(r = -0.85, P < 0.01)、

DO(r = -0.62, P < 0.01)和WT(r = -0.53, P < 0.01)之

间存在显著负相关.随着 DOC浓度增加促进微生物

和浮游植物的生长 ,从而导致水体中 CO2 的积

累 

[39-40]
.同时,在夏季气温较高时,水体容易发生分层

现象,导致底层水体与大气的交换减弱,从而造成底

层 CO2的积累;从整体水体的角度来看,CO2浓度可

能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呈现上升趋势
[41]

.随着 pH值的

降低,水体中的碳酸平衡产生更多溶解的 CO2移动,

因此低 pH 值环境下,水中 CO2 的溶解态浓度会增

加 

[40]
.此外,在富氧条件下,有机物的分解确实可能通

过需氧呼吸加速 CO2的释放.然而,本研究中溶解氧

与 CO2 浓度显著负相关的结果表明,光合作用对水

体中CO2浓度的调控作用显著高于呼吸作用和有机

物分解过程的贡献.更具体地,溶解氧浓度的升高通

常与光合作用的增强相关,光合作用通过吸收 CO2

来降低水体中的 CO2 浓度,从而解释了两者之间的

负相关性
[42]

.尽管有机物分解和呼吸作用也会导致

CO2 释放,但这些过程往往在溶解氧浓度较低时更

为显著,因此在富氧环境下,它们对 CO2浓度的影响

相对较小
[43]

.由此可知,溶解氧浓度的升高主要反映

光合作用过程对 CO2 的有效消耗,而非有机物分解

对 CO2的释放效应占主导地位
[44]

. 

 

图 5  河流水体 CO2、TN、TP、DOC和地下水 CO2、TN、TP、DOC浓度的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2, TN, TP, and DOC concentrations in river water, and CO2, TN, TP, and DOC concentrations in 

ground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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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体 CO2浓度与环境因子相关性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CO2 concentration in water 

bodi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N TP DOC DO pH值 电导率 水温 气温 风速

0.54** 0.55** 0.73** -0.61** -0.85** 0.44* -0.53** 0.80** 0.62*

注:*表示双尾检验在0.05级别显著相关,**表示双尾检验在0.01级别

显著相关. 

2.4  土地利用类型对 CO2浓度相关性分析 

南苕溪上游流域的土地利用类型丰富,主要包

括耕地(L1)、林地(L2)、草地(L3)、水域(L4)和居民

地 (L5).以往研究,500m 半径的缓冲区应用较广,因

为该半径内土地利用类型相对丰富,而分析方法较

为简单.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由于地形、土壤

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500m 半径并非适用于所有

研究区域
[45]

.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

通过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组合对研究区域河流水体

及地下水 CO2 浓度的最优影响半径.确定了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组合对该区域河流水体和地下水CO2浓

度的最优影响半径分别为 750m(R
2
=0.88)和 1250m 

(R
2
=0.58)(图 6).与传统的 500m 经验值相比差异显

著,可能会引起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本研究根

据具体情况确定最适宜的影响半径. 

由表 2 所示,河流水体 CO2浓度与 L1、L4 和

L5 呈现正相关,与 L2和 L3为负相关,其中,L5产生

生活污水排放是导致富营养化主要来源,所以与河

流水体 CO2 浓度相关性是显著强相关(r=0.90,P< 

0.01).有研究表明,生活污水中含有高浓度有机物质,

因而促进了河流水体中水生植物生长
[46]

,导致河流

水体 CO2 浓度增加.且秋季期间植物根系分泌物和

枯落物为微生物提供了丰富的碳源,其碳源经过微

生物代谢过程转化为 CO2,并释放到水体中,进一步

增加了河流水体CO2浓度.地下水CO2浓度与 L2 呈

现负相关,而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均呈现正相关.L1

与地下水 CO2浓度呈现显著正相关(r=0.83,P<0.05),

主要由于农业活动(如耕作和施肥等)导致的污染物

通过土壤渗透到地下水中,这些污染物中包括有机

物质和肥料中碳源,使地下水 CO2浓度超饱和
[36]

.此

外,有研究表明农业区施肥和灌溉活动增加了可溶

性有机碳浓度,从而促进了微生物活性,导致地下水

CO2浓度增加
[47]

.L5相关性小于 L1,可能由于 L5区

域硬质地表(如混凝土和沥青)减少了降水渗透,因此

对地下水 CO2浓度影响较小. 

随着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居民地规模扩大,生

活污水排放可能上升,若污水处理设施不足,河流水

体 CO2浓度压力将增大
]
.农业追求高产,化肥和灌溉

用水增多,会使地下水CO2浓度升高
[48]

.不过,推广生

态生活方式、创新污水处理技术、发展绿色农业,

有望缓解或逆转这一趋势
[49]

. 

基于此,在实际应用中,城市规划需合理布局居

民地,强化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管理,保证污水达标

排放,降低对河流水体 CO2浓度的影响.农业生产应

推行精准农业技术,按需施肥灌溉,减少农业活动对

地下水 CO2 浓度的影响,同时在耕地周边设生态缓

冲带,种植净化植物,降低农业污染风险[50]
. 

 

图6  河流和地下水CO2浓度与采样点不同半径缓冲区内土

地利用类型组合的拟合优度 

Fig.6  Goodness of fit between CO2 concentrations in river 

water and groundwater and land use type combinations  

within different radius buffers of sampling points 

表 2  河流和地下水 CO2浓度与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占比相

关性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CO2 concentrations in river 

water and groundwater and land use type area proportions 

水体 L1 L2 L3 L4 L5 

河流 0.54 -0.58 -0.36 0.33 0.90** 

地下水 0.83* -0.83** 0.10 0.68* 0.56 

注:*表示双尾检验在0.05级别显著相关,**表示双尾检验在0.01级别

显著相关. 

3  结论 

3.1  南苕溪上游流域内河流水体和地下水 CO2 浓

度均呈现显著的时间变化.在月尺度上,两者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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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出现于 7 月,但其最小值并不同步,分别出现在 12

月和 1 月;就季节尺度而言,河流水体和地下水 CO2

浓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整体

来看 ,地下水 CO2 浓度均值高达(152.04±35.15) 

µmol/L,是河流浓度均值 (33.24±6.19)µmol/L 的

4.57 倍,表明地下水是该地区水体 CO2排放一个重

要的潜在“源”. 

3.2  农业活动密集区水体 CO2 浓度 (河流

68.47µmol/L,地下水 306.09µmol/L)与林地区域(河

流 20.64µmol/L,地下水 73.93µmol/L) 相比普遍较高,

且河流和地下水 CO2 浓度与农业相关水质指标(如

TN、TP、DOC) 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溶解氧、

pH值和温度显著负相关(P<0.01). 

3.3  不同土地利用组合类型组合对临安南苕溪上

游流域河流水体和地下水体CO2浓度的最佳影响半

径分别为 750m(R
2
=0.88)和 1250m(R

2
=0.58),在这些

影响半径内,居民地是导致河流水体 CO2浓度增加

的主要因素 (r=0.86,P<0.01),而耕地则是导致地下

水 CO2浓度增加的主要原因(r=0.72,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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